
也谈汪精卫为何从重庆出走

——与叶岗同志商榷

王士花

看到叶岗同志所写《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》� 一文题目时,我很欣

喜, 一下子产生了一读为快的愿望,因为我一直对汪伪问题很感兴趣。但细读

全文, 不觉怅然。我不仅没从文中找到新的资料,相反, 却发现作者所论,有与

历史资料不符的地方, 作者分析汪精卫出走的原因: 第一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

的反共立场”;第二是“出于其妥协求存的幻想”。我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, 现

根据历史资料谈一下自己的看法, 与叶岗同志商榷。

一

首先, 汪出走的第一个原因,究竟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”,还是

他的民族投降主义?

1938 年 12 月底, 汪在逃出重庆后,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《艳电》及《致中

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》,响应《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》,对于

严重分割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完整的“近卫三原则”表示赞同,并劝国民政府

“以此为根据,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, 以期恢复和平”。他认为: “今日方既有此

觉悟, 我方自应答以声明,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, 而努力折冲, 使具体方案

得到相当解决, 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, 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

矣。”�

1939 年 3 月 27 日,汪精卫又在《举一个例》文中宣称,“主和”是其“对于

国事的主张”, “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,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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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”,直言他之所以离开重庆,就是为对日议“和”,并攻击国民党内主战派和

共产党的抗日主张。�

3 月 30 日,汪又在《复华侨某君书》中对自己出走重庆之举作如下解释:

“我自从抗战开始以来,想到中国不得已而抗战, 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

觅得和平。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, 在会议里,不知说过多少次了,到了广州

丢了, 长沙烧了,我的意见, 更加坚决,更加期其实现。我于去年 12 月 9日经

过一番激烈辩论之后, 知道在会议里无采纳之望, 才于 18 日离开重庆。”�

显然, 汪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采纳他的“和平”主张, 使他无法公开与日

谈“和”, 才从重庆出走的。这充分表明了他与蒋介石在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

上, 是“和”还是“战”尖锐对立。

汪与蒋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, 从对立重新走到一起的。1932 年 1 月 28

日, 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,继而蒋亦返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

员长, 从而形成了汪主政、蒋主军、汪蒋共主党的再度合作局面。他们达成了

对日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”的共识。

蒋汪重新合作初期, 共同实行“安内攘外”政策,大肆围剿红军,对日本的

侵略一再妥协退让, 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。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, 华

北危机日深和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, 蒋与汪在对日政策上产生了根本分歧。

蒋介石对日态度趋于强硬, 而汪精卫则被日本的侵略气焰所吓倒, 由妥协退

让最后发展到对日乞降。1935 年 6 月下旬,关于今后对日方针, 蒋介石表示:

“此后再无迁就之必要。” 蒋一再指示加紧经济建设, 充实国防准备。1935 年

11月 19 日, 蒋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,发表了对日外交方针的讲演,首次表明

不能容忍日本继续侵略的态度, 提出与日本间的交涉, “以不侵犯主权为限

度”, 如到“最后关头”, 当下最后之决心。! 次年 7 月 13 日, 蒋在国民党五届

二中全会上, 对“最后关头”又作了明确的解释:“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

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, 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, 就是我们最后牺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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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蒋介石: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对外方针并提建议》( 1935年 11月 19日) ,《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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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(以下简称《绪编》) ,台北 1981年版,第 688页。

汪伪宣传部编:《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》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第 392页。

汪伪宣传部编:《和平反共建国文献》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 151—156页。



的时候。”� 在同年中日间举行的一系列谈判中, 蒋介石始终坚持平等互惠、

尊重领土完整之原则立场。这表明他的对日政策已有重大转变。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, 蒋即在庐山公开宣布:“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,

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, 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

责任”;如果“放弃寸土与主权,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”。� 他同时提出了

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必须恢复事变前的状态等 4 项原则。31日, 蒋发表《告全

国将士书》指出: 对于日寇的侵略, 我们已忍无可忍, 退无可退 ,和平绝望, 只

有抗战到底, 必须全国一致起来, 不惜牺牲, 打败倭寇, 雪我国耻, 复兴民

族。 抗战开始后, 蒋介石始终坚持了抗战政策, 并一再表示: “任何和平条

件, 如不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完全恢复, 则中国决不欢迎调停。”!

与之相反, 汪精卫则从其民族失败主义观点出发, 主“和”不主战,竭力散

布日本不可战胜, “战必败”,“战必亡”。他说: “中国宋末、明末曾两次亡国, 其

亡国之原因, 最大最著的, 在于不说老实话”,“不说老实话只有亡国”, “没有

维持和平的力量不足以言爱好和平”。∀ 他攻击坚决抗战论者是唱“高调”, 存

“奢想”。他约集周佛海、高宗武、梅思平、陶希圣、罗君强等人, 组成“低调俱乐

部”,非议抗战, 散布抗战是“玩火适足烧身, 前途是未可乐观”; 攻击争取抗战

最后胜利者是寄希望于“水花镜月”中;说“抗战到底”就是“抗战到亡”,唯一

出路是从战争途中“恢复和平”。#汪还支持周佛海等人拟定种种与日本交涉

的方案, 一再向蒋进言“和平”。

1938 年,陶德曼“调停”失败后,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失望, 暗中

策划与日本的交涉活动, 于是有日本科科长董道宁的上海、东京之行。日军占

领徐州进逼武汉时, 汪更派高宗武直接与日本交涉。广州、武汉失陷后,汪精

卫认为抗战已经失败, 一面暗中加速与日本交涉, 一面公开发表文章谈话, 抨

237

�
�

 

!
∀

# 周佛海:《回忆与前瞻》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 2—8页。

《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》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 174—175页。

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: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 1册,第 301—302页。

蒋介石:《告全国将士书》( 1937年 7月 31日) ,秦孝仪主编: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

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·》第二编:作战经过(二) (以下简称《作战经过》) ,台北 1981

年版,第 86—89页。

蒋介石:《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》( 1937年 7月 17日) ,引自中共中央党校中

共党史室编《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》,中央党校科研究办公室 1986年版, 第 83—

84页。

蒋介石:《御侮之限度》( 1936年 7月 13日) ,《绪编》(三) ,第 666页。



击抗战,主张对日求“和”。10 月 10 日,汪发表国庆感言, 以《信念与刺激性》

为题, 影射抗战到底,争取最后胜利, 完全是“幻想”。� 11 日和 21 日,汪先后

接见德国海通社记者和英国路透社记者, 发表主“和”谈话。此后, 汪派高宗

武、梅思平与日举行秘密会谈,在上海重光堂签订了《日华协议记录》及《日华

协议记录谅解事项》等。�

与此同时, 汪还力主促请国际调停。10 月 30 日,当汪获知英国驻华大使

卡尔由香港行抵贵阳, 将往长沙与蒋会晤时, 汪即“主张设法请英法出任调

停”。 11 月 5 日,汪又发表《最近外交方针》一文, 声称:我们并不拒绝调停,

我们只问调停条件, 如果调停条件无害于中国的独立生存,我们为什么不可

以商量?!

蒋介石没有接受汪之主张 ,仍决心继续抗战。11 月 1日, 蒋发表《告全国

国民书》,号召全国军民“共具持久不屈之决心”, 抗战到底,争取最后胜利。∀

同日,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,并案讨论了陈绍禹、陈嘉庚等“关于拥

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, 加强团结,坚持持久战, 反对妥协投降的五项提案”,

通过了《拥护蒋委员长决议案》, 决议“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、持久抗

战、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”。#由此, 汪断定其求“和”主张“在会议里无采

纳之望”,于是决心出走, 独立履行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另立反蒋反共的“中央政

府”,与日本实现“和平”。

汪本定于“12 月 8 日从重庆出发, 10 日抵达昆明”。∃ 但 12月 8 日,蒋返

抵重庆, 汪未能如期脱逃。9 日,蒋在黄山约集汪精卫、孔祥熙、王世杰等人商

谈今后抗战大计时, “对继续抗战方针, 持之极坚”, “坚称本年内不可稍涉犹

豫, 与日人谈妥协”。汪问蒋: “我们将认何项条件为媾和条件?”蒋答:“对外表

示当以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情形为条件 ,惟措词仍当慎重”。% 双方意见水火

不容, 汪更坚定出走决心。他寻机于 18日飞往昆明, 次日飞抵河内,并很快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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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政治旬刊》,第 1卷第 28期。

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 1册,第 415页。

日本外交档案 S493号,引自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 290—293页。

《中央日报》1938年 10月 11日。



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, 发表《艳电》,公开接受严重侵害中国行

政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近卫三原则为“议和”之根据 ,发表其对国事的“求和”主

张。从此, 汪走向投敌卖国之路。

上述情况表明, 汪与蒋从合作到再次分裂,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对日的

“和”“战”问题产生严重歧见。汪自称其投降卖国活动为“和平运动”,也显然

是针对“抗战”而言的。汪顽固主“和”的根本原因, 在于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

民族失败主义所导致的民族投降主义, 在于他对于日本“冤仇宜解不宜结”的

“根本观念”� 。因此, 民族投降主义才是汪从重庆出走的根本原因,即第一个

原因。叶岗在他的文章中, 虽言及汪与蒋在“抗战与联共方面已经发生了尖锐

的冲突, 难以调和”,但却首先撇开汪蒋在抗战方面的分歧,而改引汪的反共

言论以为据, 并未考察汪从重庆出走的前后事实与言论, 便得出汪是“从反共

走向投降的”结论。叶在文章中也承认,蒋虽取抗战政策, “但其反共并未因此

而改变”。既如此,试问叶岗同志, 蒋为何没从反共走向降日呢?

在外敌入侵、国家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重要关头, 蒋介石坚持“抗战”, 而

汪精卫固执“言和”。蒋主“战”就不得不联共, 因为中共坚定抗战; 汪主“和”就

必然反共, 因为中共反对投降。这种困果关系必须弄清。在反共立场上,蒋汪

有一致性, 只是由于主“战”与主“和”的分歧,在反共的具体做法上,蒋与汪不

同罢了。

二

叶岗文中还认为: “无论从汪本人还是从日本方面来说,在汪氏离渝之

前, 并无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”, “汪氏出走重庆, 并非是想抛弃蒋氏而当全国

的统帅”。他否认汪“出走重庆及其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个人动机”。

关于汪出走重庆前, 汪日双方是否有让汪成立中政权之考虑, 无需多言,

只看汪日双方勾结过程, 秘密会谈所订协议,便可一清二楚。

1938年 1月 16 日, 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时 ,即公开声称:

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”, 妄图逼蒋下野。在高宗武等人秘密与日谈判中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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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方始终坚持蒋“下野”之条件。� 11 月 3日, 近卫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, 表

示“虽国民政府,亦不拒绝”,但这时日本所指的国民政府, 已不是坚持抗战政

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, 而是更换人事组织,蒋下野 ,由汪主持放弃抗战政策的

“新国民政府”。� 11月 20 日,汪日双方在重光堂秘密会谈中, 直接谈到了建

立“新中央政府”的问题, 并在所订《日华协议记录》中明确规定: 在日本政府

发表记录所述解决时局条件后, “汪精卫等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; 并

为建设东亚新秩序, 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,同时俟机成立新

政府”。其中并记载,在协议过程中“依照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之意见,发表

宣言, 立即要求蒋介石下野,以汪为其后任, 恐将于其立场不利, 故改为‘声明

与蒋介石断绝关系’”。 在这次会谈中, 双方还预定了汪方今后的行动计划,

即在日本政府同意双方和谈条件后, 汪等便设法逃出重庆去昆明, 然后“汪声

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, 即日乘飞机去河内”,同时“国民党党员联名发表反蒋

声明, 对中国国民以及国外华侨开展和平运动”, “成立新政府”。!

高、梅是和汪多日“密商”后才与日进行重光堂会谈的∀ , 所订协议也已

由汪正式“承认”, 日本方面也“无异议”。#因此,汪离渝前, 无论是日方,还是

汪方, 都有了由汪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,这已是铁证如山的事实。只是后来在

汪逃至河内后,事态没有像其所设想的那样发展,不仅没有任何军事将领响

应, 就连一向被视为汪派的党政要人都不敢赞同其主张。汪欲在西南地区建

立“和平政府”的计划因此流产,于是又派高宗武赴日商谈,改在沦陷区成立

“新中央政府”。∃

汪坚持另立中央政府, 与其权力欲有很大关系。汪精卫是个领袖欲很强

的人, 他自命不凡,不甘屈居人下。自孙中山逝世后, 为了争夺国民党内的最

高权力, 汪在历史上就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争斗。抗战开始后,汪虽担任了

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, 并相继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、国民党副总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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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汪精卫集团投敌》,第 95页。

《王世杰日记》(手稿本)第 1册,第 383页。



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,但居于蒋介石之下,没有掌握最高权力, 心里很不高

兴。当时, 任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世杰, 在日记中记有: 1938 年

1 月 28 日, 在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, 司法院长居正“主张党代表大会之

召集, 应以推举蒋先生为国民党总裁,为其主要任务;语次并讽汪精卫先生自

行谦退, 汪笑颔之”。� 表面上, 汪对蒋充任总裁似无异议,实则不然。1938 年

4 月, 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, 汪副之。据

载, “汪于接受推举之即席演说中, 即有不自然之情态见于词色”。�

1940年 3 月 30 日, 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,包揽了伪国民党中央政治

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之主席、兼行政院长和伪国民政府主席等一系列最高职

务。1941 年 6 月 3 日,由伪宣传会议通过《尊崇最高领袖案》, 规定在集会、演

讲提到汪之名字时, 要全体肃立;写文章提到汪时必须在前空一格。 由此可

见, 汪的权力欲和领袖欲并不输蒋。

应该说, 权力欲的高度膨胀,是导致汪出走重庆、叛国投敌的重要原因之

一。汪等汉奸出走重庆,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 那就是对形势和战局的错误估

计。他们怀疑会发生“英、美、法、俄一条阵线和日、德、义(意)一条阵线的战

争”,及英美法俄会取得最后胜利; 否认“我们中国, 就可在这个世界战争的总

结算中,得到完全的胜利”; 认为日美都没有参加欧战的可能, “在日本立场,

一定应在有利的形势之下, 才去参加”。“如果日本在有利的形势之下参加, 则

最后的胜利, 属于日、德、意”。!至于中日战争, 他们则坚定地认为中国必败,

日本必胜。这些认识也是导致汪等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。

汪等汉奸出走重庆, 走上叛国投敌之路,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。因此,

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, 必须首先对基本史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这就需要

认真研读已公开的相关资料与先行研究成果。从叶岗文章引文看,他似乎看

过《汪精卫集团叛国投的敌》这一基本资料集, 但他对汪出走前后的一系列求

“和”降日言论的总旨不加体察,而偏重于夹杂其中的反共言论, 并得出汪之

出走重庆, 首先是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”的结论。如果他看过蔡德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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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美真、张云等先生的有关研究论文和专著,就应该知道,“蒋汪双簧”说早已

被几位先生否定了。民族投降主义是汪等叛逆出走重庆的根本原因(即第一

个原因) ,这是几位先生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论证过的, 已经形成一致看法。

叶在文章中, 既没提及,也没提出任何论据反驳此种看法。

还有, 叶岗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,陈述汪精卫的“赤祸大于外祸之论”时,

引以为据的一段话, 注明是出自汪精卫的《和平反共》一文, 引自《汪精卫集团

投敌》一书,可是, 翻遍这本资料集,根本没有汪的这篇文章。这种治学态度是

极不严肃的。

另外, 叶岗文章中的论据,几乎完全出自回忆文章。如为说明汪出走前汪

日双方没有使汪另立中央政权之考虑, 汪也没有反蒋的政治野心, 他首先引

金雄白(笔名朱子家)所忆《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》中的话来论证。殊不知, 金

雄白的回忆是在汪政权覆灭若干年后所写,由于时间的推移,记忆有可能发

生差错; 金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参加汪叛国投敌运动, 他的回忆多根据见闻写

成, 并非亲身经历;更何况他后来参加了伪政权, 因此他的回忆中多主观随意

的推测与议论, 难免有为自已开脱罪责之嫌。因此,金雄白回忆只可作参考,

不足以作为论据。叶岗在文中提到陈公博与周佛海“均持这种观点”,但又不

交待他们的具体言论, 因此也就没有任何说服力。从文中所引影佐回忆来看,

也得不出叶的结论。影佐等人是代表日本政府与汪谈判的,他们“询问政府”

是顺理成章的, 怎能由此引出日本也无让汪成立中央政权之考虑呢?

(作者单位: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)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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